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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东省苹果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

蔡 荣 韩洪云
*

摘要: 鉴于合作社集体产权安排和成员股权无法转让等原因，当存在影响社员利益

分享或成本分担的组织决策且上下级信息沟通渠道顺畅时，利益相关者就会试图扭曲组

织决策以获取潜在收益，进而产生降低决策效率的“影响成本”。本文利用山东省苹果专
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首先测度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规模，然后采用有序 Probit模型对
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员异质性是导致合作社
内部“影响成本”增加的关键性因素;管理者存在外部选择诱惑、采用“一人一票”制表决
方式和合作社扩张社员规模等对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基于此，
协调异质性社员的利益诉求、选择合适的组织决策模式和设计合理的管理者激励制度对
于转型经济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 成员异质性 合作社 影响成本 组织结构

一、引言

“影响成本”( influence costs) 概念源于公共经济学，是指利益相关者通过贿赂或勾结以扭曲政府决策进
而获取额外收益所花费的成本。20 世纪 80 年代末，影响成本被引入组织经济学，研究重点是如何设计出合
理的薪酬制度和晋升政策来降低组织内部影响成本( Milgrom，1988 ) 。研究表明，当组织内部存在影响利益
分享或成本分担的潜在决策且信息沟通渠道顺畅时，就容易产生影响成本( Milgrom and Roberts，1992) 。鉴
于集体产权安排、社员股份无法转让以及管理者机会主义约束机制缺乏等原因，合作社内部的影响成本问题
正成为组织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实践中，由于普通社员参与合作社经营和管理的能力相对不
足，民主控制不得不演变为管理者控制，从而产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状态下的委托 － 代理问题
( Hansmann，1996) 。具体而言，社员免费搭便车、投资短视、投资组合失灵和集体控制机制是造成合作社经
营低效率的根本所在 ( Cook，1995 ) ，而影响成本则是导致农业合作社集体决策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 Bogetoft and Olesen，2003; Iliopoulos and Hendrikse，2008) 。
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全国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24． 64 万家，实际入社农户约 2 100 万户，占全国农户总

数的 8． 32% ( 孙鲁威，2010)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
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
织。从领办主体的身份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和农业企业等少数“带头
人”在获利机会驱使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 林坚、黄胜忠，2007 ) 。降低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不仅是
转型经济背景下提高合作社运行效率和实现合作社合作原则的要求，也是农业和农村实现共同发展目标的

关键( 马彦丽，2007)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利用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及其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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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合作社集体决策效率改进和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包括影响成本测度、影响成本决定因素和简要评述

等内容;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实证模型，并就相关变量的测度进行说明;第四部分交代数据来源，分析模型估

计结果;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影响成本的测度

影响成本本质上属于组织内的交易成本。从决策的制定角度而言，影响成本包括决策的任意授权成本
( costs of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成员隐匿或扭曲信息导致的次优决策成本( costs of suboptimal decisions) 和
组织内部采取措施控制影响活动的效率损失成本( costs of lost efficiency) ( Milgrom and Roberts，1990; 安慧，
2010)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影响成本的测度指标具体可以包括:利益相关者制造或遏制影响
活动的时间机会成本、对产生准租金的决策的监督和执行成本、与延误决策有关的协调和计量成本、错误决
策或无决策成本、为避免影响成本发生所采取措施的设计和实施成本( Iliopoulos and Cook，1999; Iliopoulos，
2007) 。显然，这些指标在具体测度时缺乏操作上的可行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Iliopoulos和 Cook( 1999) 认
为，可以采用“产品质量评级是否采用第三方鉴定”、“成员间出现严重分歧的频度”、“管理者处理影响活动
的时间消耗”、“合作社未分配利润留存比例”和“社员之间是否存在互助式投票( logrolling) ”等指标来测度
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
(二)关于影响成本的决定因素

从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决定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因素大致包括社员异质性、组织内部结构和管理者
因素等，具体来讲:

1．社员异质性。Hansmann( 1996) 认为，社员异质性是引致合作社内部影响活动及影响成本的关键性因
素。一方面，潜在的或实际的利益受损社员选择私自或联合起来组建临时小组，充分利用合作社内部畅通的
信息沟通渠道向管理层施压试图影响决策结果，一旦影响活动失败，利益受损社员还有可能“用脚投票”，退
出合作社;另一方面，潜在的或实际的利益受益社员也可能选择制造影响活动，例如通过贿赂管理层以避免

有利于自身的决策被重新调整，进而谋求潜在的收益。Iliopoulos 和 Cook( 1999) 利用美国排名前 100 位农业
合作社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成员异质性是影响成本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Gripsrud、Lenvik 和 Olsen( 2000) 通过
对挪威农业合作社的研究也证实了社员异质性对影响成本的影响，也即成员惠顾数量的差异越大，影响成本

将相应增加。
2．组织内部结构。影响决策结果的动机常常内生于组织内部，Milgrom和 Roberts( 1990) 认为，组织内部
结构是决定影响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股权转让和交易的限制，以及缺乏资本市场对股权进行合理的
估价，传统合作社内部产权存在模糊的问题( Cook，1995) 。在实践中，传统合作社内部只有惠顾者才拥有投
票权，并且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是，随着外部投资者进入合作社，这些利益相关者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参与
合作社内部重要事务的决策。因此，严格坚持“一人一票”制不仅会引起多数普通社员对少数核心社员利益
的侵蚀，也会增加全体社员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 Royer，1992) 。考虑到不同社员与合作社进行交易的差异
性，如果所采用的利益分配制度能够兼顾不同类型成员的剩余索取权利，这将有助于缓解合作社内部利益冲

突和利益分配难度，进而激励不同类型成员进入合作社进行交易或投资的积极性( Iliopoulos and Hendrikse，
2008) 。

3．管理者因素。在组织内部，通常管理者需要扮演多重角色，例如人际关系协调、重要信息传递、及时作
出正确决策等角色( Mintzberg，1971) 。与投资者所有企业相比，由于合作社的集体产权特征，管理者的领导
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 Cook，1994) 。组织内部管理者的领导能力越强，意味着管理者在进行各项决策时具
备越强的利益平衡能力，从而能够遏制成员制造影响活动的可能性和控制与决策有关的潜在租金规模

( Milgrom and Roberts，1990) 。而且，管理者的外部选择诱惑( outside option) 可能也会影响到组织内部成员
影响决策结果的活动数量( Appelbaum and Katz，1987) 。在存在外部选择诱惑的情况下，管理者致力于组织
发展的积极性将减弱。研究认为，薪酬体系和晋升政策可以使雇员更公正地评价组织政策，从而降低对政策
变化的抵制和减少组织内的影响活动( Milgrom，1988;胥胤，2006) ;而且，适宜的薪酬安排还有助于降低管理
者的外部选择诱惑，激励其设计卓有成效的政策方案，努力控制和减少合作社内部影响活动数量及成本

( Iliopoulos and Hendrikse，2008; Iliopoulos，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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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要评述

综观已有文献，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目前关于组织内部影响成本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而采

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则较为缺乏。本文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首先测度合作社内部的影响
成本，然后实证分析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决定因素。本文的研究不仅为以往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也是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创租理论进行定量评价的一个尝试。

三、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一)模型选择

当因变量是一系列离散值的时候，根据取值之间有无等级关系，可以分为有序和无序两种类型。对于有
序的离散值的因变量在计量时需要通过有序概率模型来处理。由于本研究中的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测度是
基于有序分类值加总基础上的离散型数据，因而选择了有序概率模型进行计量模型检验，有序 Probit模型如
下:

Yi = βiXi + μi ( i = 1，2，…，n)
在此，Yi 为合作社内部的影响成本; Xi 为解释向量，包括社员异质性程度、组织内部结构以及管理者因

素和控制变量; βi 为待估计参数向量; μi 为随机误差项。尽管 Yi 变量无法观测到，但它会落在 m 个序列组
当中的某一类组。当 Yi 属于第 j类组时，则:

αj － 1 ＜ Yi ＜ αj ( j = 1，2，…，m)
上式中，α定义为常数的集合，α1 = － "，αm = + "，且 α1 ＜ α2 ＜… ＜ αm。由于 Yi 只能被序列式观察到，

因此，假设 E( μi ) = 0，Var( μi ) = 1。由于 Yi 为一序列变量，定义:

Zij = 1，如果 Yi 落在第 j类组( i = 1，2，…，n; j = 1，2，…，m) ;
Zij = 0，如果 Yi 没有落在第 j类组( i = 1，2，…，n; j = 1，2，…，m) 。
那么，可以得到表达式:

Prob( Zij = 1) =Φ( αj － βiXi ) －Φ( αj － 1 － βiXi )

其中，Φ是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似然函数方程( likelihood function) 为:

L = π
n

i = 1
［Φ( αj － βiXi ) －Φ( αj － 1 － βiXi) ］

Zij

通过进一步转换，得到对数似然函数( log － likelihood function) :

L* = Log( L) = ∑
n

i = 1
∑
m

j = 1
Zij Log［Φ( αj － βiXi ) －Φ( αj － 1 － βiXi) ］

令一阶条件满足:
L*

βi
= 0，L

*

αj
= 0。在二阶条件可以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即可求得参数 βi 的估计值。

(二)变量设定

影响成本的测度是本文的基础和难点。本文在 Iliopoulos和 Cook( 1999) 设计的影响成本测度指标基础
上作了适当调整。笔者认为“产品质量评级是否采用第三方鉴定”和“合作社未分配利润留存比例”与其被
理解为影响成本的表现形式，毋宁说是决定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因素，而且考虑到“是否存在互助式投票
的现象”属于社员之间的隐匿或默示行为，在实践中很难得到观察和证实。因此，本文舍弃了 Iliopoulos 和
Cook( 1999) 设计的“产品质量评级是否采用第三方鉴定”、“合作社未分配利润留存比例”和“社员之间是否
存在互助式投票的现象”三项指标，只保留了其中的“社员间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频度”和“处理影响活动的工
作时间消耗”两项指标;此外，根据以往的其他研究成果，本文另增加一项指标，即“成员试图影响管理层决
策结果的频度”来测度合作社内部的影响成本。
在模型分析之前，首先对影响成本的各项指标进行赋值，当选项为①时赋值为 1，选项为②时赋值为 2，

选项为③时赋值为 3，选项为④时赋值为 4。影响成本指标体系的内在信度评价表明调查问卷的可信程度较
高，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将上述三项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并分为由低到高的 10 个层级:总值为
3 为第 1 个层级，总值为 4 为第 2 个层级，……，总值为 12 为第 10 个层级。层级越高，表示合作社内部的影
响成本越大。
社员异质性表现为多个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资源禀赋、风险态度和股权比例等的差异。在社员异质

性的度量上，Iliopoulos和 Cook( 1999) 采取的方法是由合作社管理层对社员异质性的各个层面进行主观评
价，Gripsrud、Lenvik和 Olsen( 2000) 则通过对合作社社员的随机抽样调查，计算社员异质性各个层面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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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社的社员异质性主要源于不同成员各自的利益诉求差异 ( 邵科等，
2008) 。不同类型的社员在合作社内部的管理角色和参与目的存在明显差别，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或利益
冲突( 黄胜忠，2008) 。因此，本文利用“合作社的社员类型数量”来表征社员异质性程度，社员类型具体划分
为小农、生产大户、运销大户、供销社、农村基层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
本文选取“合作社是否为社员设立独立账户”作为合作社集体产权明晰程度的衡量指标。社员独立账

户用以记录社员的出资额、量化到社员的公积金份额以及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 额) ;在决策机制上，借助
合作社对“一股一票”制和“一人一票”制两种表决方式的选择来考察社员对合作社决策的影响途径;在衡量
合作社社员的利益分歧时，主要是通过利益分配方式来体现，具体包括按惠顾分配、按资本分配、按惠顾分配
与按资本分配二者相结合。
管理角色的多样性决定了领导能力的测度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由于实地调研受访对象多为合作

社社长，为避免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过度主观评价，本研究用“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管理者领导能力
的替代指标。在考察合作社管理者的外部选择诱惑时，问卷中设计了问题“若放弃合作社管理者职务，最有
可能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和“针对最可能从事的职业，其年均纯收入与现任管理职务相比如何?”，据此可以
判断管理者是否存在外部选择诱惑。
除了上述变量以外，实证模型中还增加了合作社的“社员规模”和“创办时间”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这主要是因为，社员规模扩大可能会导致单个社员成功影响决策的概率下降，进而降低其制造影响活动的激

励( Appelbaum and Katz，1987) ，而且，成员规模扩大或创办时间较长，组织还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结构来减少
影响活动的发生进而降低影响成本( Milgrom and Roberts，1990) 。模型变量的设定和描述具体见表 1。

表 1 模型变量设定与描述

名称 定义

影响成本

社员间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频度 ①没有;②有但不多;③比较多;④非常多
社员试图影响决策结果的频度 ①没有;②有但不多;③比较多;④非常多
处理影响活动的工作时间消耗 ①≤10% ;②10%～20% ;③20%～30% ;④ ＞ 30%

社员异质性 参与主体类型数量
①小农;②生产大户;③运销大户;④供销社;
⑤农村基层组织;⑥农业企业;⑦其他

组织内部结构

是否设立独立账户 ①否;②是
投票表决方式 ①“一股一票”为 0;②“一人一票”为 1

可分配盈余分配原则
①按惠顾分配或按资本分配为 0;

②按惠顾分配和按资本分配相结合为 1

管理者因素
管理者受教育程度 ①小学;②初中;③高中 /中专;④大专以上
管理者外部选择诱惑 ①薪酬≥机会成本为 0;②薪酬 ＜机会成本为 1

控制变量
合作社正式社员规模 户

合作社创办时间 年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05 年，山东省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意见》，以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据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截至 2009 年底，山东省已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2． 6 万个，入社
( 登记) 农户 26． 6 万户，总数居全国首位。
为获得定量研究数据，调研人员于 2010 年 1 月 12 － 18 日在山东省胶东半岛选择了 3 家苹果专业合作

社进行了预调研。选择苹果专业合作社主要源于以下考虑: 第一，苹果专业合作社的数量能够保证研究需
要;第二，专注苹果专业合作社，能够简化问卷的设计;第三，专注苹果专业合作社，能够消除行业因素对研究

结果的干扰。
正式调研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 － 4 月 30 日期间进行。调查对象为山东省 2009 年以前在工商部门登记

注册、目前仍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苹果专业合作社;调查内容包括:合作社概况、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合约
结构及执行等方面的信息。本次调查的受访对象为合作社社长或理事会其他成员，共获得有效问卷 135 份。
(二)模型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 Stata10． 0 软件对所设计的模型进行了估计，计量分析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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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β) 标准误 z值 显著性水平

参与主体类型数量 1． 8486 0． 1680 11． 00 0． 000
是否设立独立账户 0． 2160 0． 2054 1． 06 0． 293
投票表决方式 0． 5046 0． 2042 2． 47 0． 013
可分配盈余分配原则 0． 2160 0． 2054 1． 05 0． 293
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 － 0． 0813 0． 1563 － 0． 52 0． 603
管理者外部选择诱惑 0． 3992 0． 2045 1． 95 0． 051
合作社正式社员规模 0． 0057 0． 0032 1． 77 0． 077
合作社创办时间 － 0． 1898 0． 1366 － 1． 39 0． 165

LR chi2( 8) 239． 34
Prob ＞ chi2( 8) 0． 0000
Pseudo － R2 0． 4066
Log likelihood － 174． 6794

从所估计的结果来看，大多数估计出的系数符号同预期的基本保持一致。根据表 2，可以得到如下几个
结论:

1．模型中 X1变量( 参与主体类型) 系数为 1． 8486，说明社员异质性是合作社影响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
合作社参与主体的类型数量越多，影响成本就越高。在调查中发现，合作社的参与主体包括小农、运销大户、
农村基层组织和生产大户。被调查合作社参与主体类型包含运销大户的有 104 家，占 77． 04% ;包含农村基
层组织的有 70 家，占 51． 85% ;包含生产大户( ≥8 亩) 的有 48 家，占 35． 56%。小农参与合作社的目的在于
获得合作社的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生产大户希望通过合作社增强自身市场谈判地位，更有效地抵御市场风

险;运销大户希望通过合作社提高产品质量、进行品牌营销和实现加工增值;农村基层组织则是出于组织目
标和继续连任的考虑。由于各主体利益诉求差异，不同类型参与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寻求对组织决策的影响。

2．投票表决方式对影响成本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调查发现，被调查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制的合作社
为 56 家，占 41． 48%。“一人一票”制，意味着合作社决策未能考虑资本、产品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贡献差
异，使得高惠顾额社员有激励通过影响活动谋求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组织决策，进而导致较高的影响成

本。
3．管理者的外部选择诱惑对影响成本有正向显著影响。由于缺乏衡量合作社管理层工作努力程度的外
部资本市场，如果管理者选择从事其他职业的确定性等价收入高于合作社给予的薪酬水平，则会导致合作社

管理的管理者时间和精力的激励不足，进而导致决策影响活动控制缺失和较高的影响成本。
4．合作社正式社员规模对影响成本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一方面，合作社规模扩大放大了合作社社员异
质性;另一方面，随着社员规模的扩张，单个社员对组织决策的影响力减弱，成功制造影响活动的难度加大，

某种程度上能够遏制影响活动的发生。调查发现:样本合作社的正式社员规模平均为 150 户，其中介于35 ～
100 户的有 42 家，占 31． 11% ; 介于 101 ～ 200 户的有 61 家，占 45． 19% ; 大于 200 户的有 32 家，占23． 7%。
合作社规模变化的社员异质性大于组织影响力效应。

5．合作社是否为社员设立独立账户对合作成本影响不显著。调查发现，为社员设立独立账户的合作社
为 68 家，占 50． 37%。尽管形式上合作社公开承诺为社员设立独立账户，实际上只是作为获得政府资金扶
持的条件，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实施。普通社员很难掌握合作社可分配盈余的相关信息，更乐于接受平均主
义的可分配盈余返还方式，而不是基于真实的惠顾额基础上的返还方式。

6．合作社可分配盈余的分配原则对影响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合作社“按惠顾分配”或“按资本分配”的
单一分配模式，导致“可分配盈余分配原则”对影响成本无显著影响。根据统计结果:按惠顾额分配可分配
盈余的合作社有 43 家，占 31． 85% ;按资本分配可分配盈余的有 30 家，占 22． 22% ; 按惠顾额和资本投入相
结合分配可分配盈余的合作社为 62 家，占 45． 93%。尽管按惠顾分配和按资本分配相结合的盈余分配方式
能够兼顾不同要素的贡献差异，但实际操作中不同要素( 如资本和产品) 的盈余分配比例的确定十分困难，

经常导致更大的意见分歧。
7．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影响成本的影响不显著。被调查合作社管理者( 社长或理事长) 的受教育程
度介于“初中”和“大专及以上”之间，平均处于“高中”水平。由于样本合作社的创办时间相对较短，均值不
足 4 年;由于从事合作社经营管理的时间不长，处理复杂事件能力和经验积累都还很薄弱，管理者管理经验
部分抵消了管理者教育水平的贡献，限制了模型中管理者受教育程度对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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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影响成本不仅是合作社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源，更是合作社合作原则的一大挑战。在合作社发展过程
中，在谋求市场效率的同时、兼顾合作社合作基础上的共同发展目标，降低影响成本是合作社进一步健康发
展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本文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影响成本及其决定因素，计量分析结果
验证了以往理论分析的主要观点，即社员异质性是导致影响成本增加的关键性因素;当管理者存在外部选择

诱惑、合作社采用“一人一票”制表决方式和合作社规模扩大时，其内部影响成本也将增加;此外，考虑到中
国大量小农户的存在，随着合作社社员规模的扩大，社员数量也将成为影响组织内部影响成本的一个重要因

素。
国际合作联盟“成员经济参与”原则要求社员为合作社发展提供等额资本金，作为与合作社交易的前提

条件。由于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小、投资能力低，随着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张和业务链不断延伸，通过向部分资
源所有者发行无投票权股份能够在吸引各类所需稀缺资源进入合作社的同时，遏制社员异质性程度和影响

成本的增加。因此，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新社员加入和社员规模扩大将导致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增强，抑
制社员异质性引致的影响成本就成为合作社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
由于合作原则导致的产权模糊，合作社内部资源的某些重要属性被滞留在公共决策领域，所有可能的参

与者都存在激励花费资源制造影响活动，进而妨碍高效率决策。但是，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高于成本时，
明晰产权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尽管合作社可分配盈余的产权明确到单个社员，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公共产

权纠纷，但考虑到合作社成立初期公共积累缺乏以及公共积累对合作社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模糊的产权安排

不失为面临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当然，合作社集体决策程序和规则的调整能够遏制影响活动及影
响成本。在实践中，合作社采取“一股一票”制替代“一人一票”制，有助于降低大量小规模社员一致通过不
利于少数大规模成员利益决策的可能性。因此，“一股一票”制与民主管理的初衷并不相悖。
管理层薪酬计划可以成为合作社降低内部影响成本的重要工具。与效率工资的工作激励效应相似，适

当提高合作社管理者的薪酬水平，可以调动管理者采取措施遏制影响成本的积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合
作社必须向管理者支付高于其外部选择的最高工资水平，因为管理者另谋职业的过程也会产生不必要的时

间等待成本。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合作社经营管理者是合作社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础，管理者的领导能力越强，
意味着决策过程中利益平衡能力也越强，能够设计有效的政策方案，控制和减少合作社内部影响活动数量及

其成本。因此，合作社管理能力培养和管理者队伍稳定，对于合作社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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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costs which reduce decision efficiency． Using survey data of Apple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n Shandong Province，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i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cost and its determin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ember heterogeneity is the
key factor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 of influence costs． In addition，the attractiveness of outsid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for managers，
“one － person，one － vote”principle and membership scale also result in increased influence costs．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coordination of heterogeneous interests of members，procedural selection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 making and the design of
management incentives will be essential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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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urban local non － agricultural HR，urban agricultural HR，ecdemic non － agricultural HR and ecdemic agricultural HR．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with Beijing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Data in 2005，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s of th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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